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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老区互助组织与社会主义

作者：高洁 辛逸    发布时间：2010/02/05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山西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新解读 

  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山西省委在长治地区原有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起了以扩大公共积累、提高按

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十个合作社”) ，并据此连续向中央华北局和党中央发出旨在“把互助组织提高一

同华北局、刘少奇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争论在党内逐步升级，影响不断扩大，直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

内“动摇私有基础”，进而逐步提高到初级生产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式，后来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模式。因此，十

由此引发的争论无论在思想理论的依据上，还是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都对不久后在全国勃兴的农业合作化

中共党史尤其是农业合作化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关于十个合作社创办的动因，政界和学界大致有三种解释。第一种以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发布的《

案) 》 (以下简称《互助合作草案》)中指出的，土改后的农民具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

具有劳动互助积极性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自发兴办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指出，一些互助组的干部

合作已解决不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必须提出新的办法巩固和发展互助组。说明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具有互助合作的

委书记的陶鲁笳认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上述观点均肯定农民具有走合作化道路的自

作积极性推动了合作社的成立。第二种解释则是被多数学者普遍认同的山西省委当年的主张。认为十个合作社的成立，是

出现的土地买卖、贫富分化等趋势。山西省委在主张试办合作社的报告中声明：“农村的阶级关系亦开始

买卖上”。“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

‘庄园’”。正是出于对贫富拉大、阶级分化的担心，也是为了阻止互助组的涣散，山西省委决定将互助

治老区的互助合作传统已孕育了社会主义因素，是互助组向合作社过渡的原发性动力。当年的山西省委确

劳分配”两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长治市农业合作史编辑室进一步认为，以共同

累等为主要形式的农业劳动互助，“在全省以至全国都算是起步早、历史长、基础好、典型多、经验比较

育了社会主义因素并使其逐步成长和发展，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起点”。概言之，土地改革后农民

村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的新变化以及长治农民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是十个合作社产生的三个主要动因。

  可见，目下对于十个合作社起因的解读，与当年中共中央和山西省委的说法基本一致。笔者曾经对上述解

调查和查阅相关地方材料之后，发现大量的地方材料并不完全支持上述成说。本文认为，解放初长治老区

然条件和特殊的人文环境中自然形成的，一旦脱离这一特殊环境，互助组难免会趋于涣散；互助组内的公共

的性质迥异，既依附于土地私有制更以巩固私有产权为前提；当时长治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土地买卖现

以此作为创办十个合作社的主要根据，难以服人。 

  本文的上述立论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和对当事人访谈的基础上的。首先，笔者查阅了山西省、晋城市、

有关十个合作社的材料，访问了长治市农业合作史编辑室以及长治市志办和若干村志办，阅读了一些未刊的地方文

当年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陶鲁笳;十个合作社社长中唯一健在的武乡县监漳村西社的崔五林，以及平



基础上，笔者对上述材料进行了谨慎的甄别和取舍，尽量避免孤证和主观性推测。尽管本文无力还原十个

甄别，对我们从多个视角探悉十个合作社的真实情况不无帮助。 

  山西十个合作社引起的争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关于它们的是非评说至今仍然有较大的研究意义和空

澄清以往关于十个合作社起因问题的模糊认识，以期对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起源的进一步研究有些裨益。

  一 

  “荒山秃岭乱石沟，旱涝风雹年年有，怪石嶙咧无厚土，庄稼十年九不收。”这首流传在长治地区的民

然环境。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的地理环境和长年战乱，使这里的农户很早就养成了劳动互助的传统。这种

的劳动互助的初级形式，能否通过提高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的比重逐步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农业生

农民是否会有合作化的自觉要求？这些在过去已有定论的问题，在重新研判长治的"地方性知识"后，似乎需要重新

  恶劣的自然条件使长治地区的农民很久以来就形成了简单的劳动互助合作传统。长治地区，尤其是十

分贫瘠，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困难。长治地区土壤多为石灰岩构造，植被稀少，土层瘠薄。这个地区的河流均

流域面积小，大多数农田缺少固定水源，只能靠天吃饭，甚至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此外，这里还时常遭受特大旱

也会接踵而至。旱灾之年大都颗粒无收。长治地区人民的生存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

灭顶之灾”。裴宜理的研究表明，极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会使人采取超常规的生存策略。贫乏的水土资源和自然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深耕细作和充分灌溉，并且不断开垦荒地，才能共度灾荒维持生计。所以，在抗日

成了在春耕时节共同开荒和农忙时互助劳作的习惯。共同开荒的组织又叫“工队”或“工合”，大都由十

本队队员开荒外，也给其他户开荒，赚取工资。互助劳作就是几家农户之间互相换工换犋，又称为“变工

工以及人力和畜力互换变工三种主要形式。这些互助形式解决了单个农户在土地、劳畜力和生产工具不足等方面的困

治地区的大生产运动以后，农民中的互助合作又有所增加。少数互助组在耕种之余又开展了简单的副业和手工

林互助组常年加工少量毛巾和袜子等，按股分红，以活计工，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有的互助组农民共同集

工具。例如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互助组集资购买两架犁、一张耧等农具，解决了个体农户农具缺乏的难题

  近代战乱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长治地区遭受空前的浩劫，也促使农民更紧密地组织起来保

长治地区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农民对前线的支援亦造成生产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的长期匮乏。抗战

打死打伤，2262680间房屋被烧毁，12056100石粮食被抢劫。同时大批人力和物力被征调参战支前。解放

到总劳力的30%至40% ，个别县则高达60%至80%。为支援晋中战役，仅武乡县就向前线输送粮食120万斤，谷草

斤，民工和民兵 3万余人。为了阻止敌人破坏和克服劳力、生产资料的短缺，在中共的倡导下，农民自愿

织。民兵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敌来打仗，敌走种田”，为互助组中劳动力和畜力短缺的农户和军烈

产。1940年开始，武乡县树辛村李马保互助组配合八路军反“扫荡”，掩护群众转移，埋地雷、割电线，平

农具和种子都严重缺乏的条件下，依靠人力变工完成了春耕。一些互助组还以村为单位进行参战和生产大

中所有的劳畜力分为三批轮流参战;未参战农民不仅替参战农民完成其农务，而且利用农闲时间开展运输业

酷的战争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农民只有合起伙来，形成合力，才足以抵御外界环境对生存的巨大威胁。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长治农民的互助合作在保障生产和维持生计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

劳动互助，本质上是长治农民在恶劣环境压迫下产生的一种求生本能式的换工，是一种带有互惠自救性质


